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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疗纠纷是全世界关心的共性问题之一，各国、各地区均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特点的医疗纠纷解

决机制，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医患双方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规范的医疗纠纷鉴定模式，有助于柔性解决纠纷，减少医患矛盾。本

文通过比较我国及其他具有代表性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和

鉴定模式，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和不足，以期为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解决和鉴定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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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al disputes are one of the common problems concerned by the whole world. All coun‐

tries and region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opinion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ident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spute settlement. A reasonable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standardized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model can help resolve disputes flexibly and reduce the conflict between doctors and pa‐

tients. This paper briefly compares the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identification mode

of China and several other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etc.）, and discusses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to bring some enlighten‐

ment to the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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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医疗纠纷案件数量迅速上升[1]，医疗诉讼案件成倍

增长，巨额医疗事故赔偿金案例屡见不鲜[2]，为社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压力，随着全球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断发

展，该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建立一套公正、高效的机

制来解决医疗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的同时减少过失发

生，促进医学学科不断发展[3]，已成为全世界所关心的

重要民生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和国家法

制的健全，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不断优化，医疗损害鉴

定也愈发规范。本文通过简述我国及其他具有代表

性国家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和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并

进行对比，探寻其特点和不足，以资借鉴。

1 医疗纠纷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日渐提高，医疗卫

生体系得到相应发展，在物质生活逐步满足的同时，

人民群众开始对医疗健康投入更多关注，伴随着法律

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第三方法律服务机构如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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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司法鉴定机构的成立和发展，患者的法律意识

增强，依法维权成为主流，医疗纠纷数量开始增多。

为改善医患关系、合理解决医疗纠纷，继 1987年
我国颁布《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后，于 2002年又颁布

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进行调

整，同年 4月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诉讼

门槛降低，医疗诉讼案件迅速增加。2003年，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4]第一条规定：“条例施行

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起诉到法院

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在诉讼过程中可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同年 12月，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发布，以医疗过错起诉得到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额

远大于医疗事故诉讼，导致医疗过错诉讼案件开始增

加[5]，巨额赔偿金案例出现。2008年召开的一次关于

医疗纠纷的全国性会议披露，全国医疗纠纷总量以每

年 100%的速度增长[6]。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实施，同时，经过多年探索，以人民调解为

主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逐步确立，医疗损害鉴

定意见成为重要调解依据之一。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统计[7]，2013—2018年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

20.1%，涉医违法案件累计下降 41.1%，每年超过 60%
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调解成功率达到

85%以上。

然而，医疗诉讼案件数量依旧连年上涨，医疗损

害鉴定也愈发受到群众重视。2018年《医疗纠纷预

防及处理条例》颁布，对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及医疗损

害鉴定模式进行了调整，之后中华医学会和司法部分

别于 2021年 4月、11月先后施行《医学会医疗损害鉴

定规则（试行）》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对医疗

损害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提出了具体规定，以探索

更加合理、高效、公平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据统计，

在美国，死因与医疗有关的人数由 1999年的 98 000人
增长至 2010年的 180 000人，42.2%的医师在其职业

生涯中遭遇过起诉，其中 22.4%的医生被起诉过两

次及以上[8]，全美每年支出约 550亿美元以应对医疗

纠纷[9]。据英国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Service Litigation Authority，NHSLA）统计[10-11]，

英国年度医疗纠纷案件数量为2010年8 655件、2011年
9 143件、2012年 10 129件，到 2013年增至 11 945件，

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德国 2012年受理了 12 232件医

疗纠纷投诉，2013年为 12 173件，每年均维持在 1万起

左右[12]。韩国每年发生约 2万起医疗纠纷，从 1989年
到 2006年，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增长了 14倍，61.3%的

执业医生经历过医疗纠纷[13]。医患冲突事件在国外

也时有发生，5%的澳大利亚医务人员遭受过患者殴

打，75%的护士经历过激烈冲突[14]。由此可见，医疗

纠纷已成为困扰各国的世界性问题。

2 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2.1 大陆地区

2.1.1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双方自愿协商具有高效、快速的优点，曾解决了

85%以上的医疗纠纷[15]，目前依然是医患双方首选的

解决方式。该方式使患者的隐私得以保护，医生可迅

速从纠纷中脱离，重新投入工作，减轻了医生的心理

压力，也减少了双方的经济成本。但由于双方医学知

识和信息的不对等，存在患方利益受损的情况，也可

能发生巨额赔偿案件，滋生“医闹”。

2003年，南京成立了专门的调解诉前纠纷的营

利性中介机构，是对第三方调解模式的首次探索。

2006年，山西省成立全国首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在卫生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协助下为医患

双方免费提供调解，调解成功率和满意率高达 90%[16]。

之后经过北京模式、天津模式及上海模式等实践探

索，人民调解制度逐步确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作为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保险机构及医患双方的

第三方调解机构迅速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可，在柔性解

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专业人才相对短缺，医疗损害鉴定意见

成为调解的主要依据之一。除人民调解外，还有行政

调解，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但其公正性备受争议，医

方也不愿接受行政处罚，因此很少有当事人愿意选择

该方式。

若当事人无法和解，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为患方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也

增加了双方的心理压力。由于法官系非医学专业人

士，诉讼过程中通常会先行医疗损害鉴定划分双方责

任以协助法官判决，易产生“以鉴代审，以鉴定案”的

问题。因此，专业、科学、公正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对

于合理解决纠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1.2 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我国大陆地区由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共同开

展医疗损害鉴定，两者具有同等的鉴定主体地位，但

鉴定模式存在些许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

称为“二元化”鉴定模式。医学会为医学科技工作者

·医疗损害鉴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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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组织，鉴定人员主要为

当地各医疗机构的在职医生，掌握着较为前沿的临床

医学知识和技术，但法律和法医学知识较为欠缺。由

于各医疗机构在职医生之间相互熟知，医学会同医疗

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患方

对其鉴定公正性产生怀疑。此外，医学会采用鉴定机

构负责制，鉴定人员几乎不就鉴定意见承担法律责

任，不利于约束鉴定人行为。司法鉴定机构作为独立

的第三方机构，具有社会性、营利性，鉴定人员为具有

法医学与医学知识的司法鉴定人，熟悉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受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鉴定遵循司法鉴定

原则，实行鉴定人负责制，由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负责。

因司法鉴定人欠缺一定的专科临床医生所具备的临

床经验，且一些规模较小的鉴定机构及资质不足的鉴

定人自身能力有限，使当事人对其鉴定的科学性产生

怀疑。

此外，医学会鉴定与司法鉴定两者互不冲突，司

法鉴定机构无等级划分，当事人可能先后在不同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选取对各自有利的鉴定意见作

为证据提交法庭，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案例居高

不下[17]，为医疗纠纷调解和案件审判带来一定困难。

因此，“二元化”鉴定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优化

现行模式，探索一种有利于医疗纠纷解决且合理高效

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2.2 香港地区

2.2.1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香港地区沿袭了英国全民健康服务的医疗保障

制度，公立医疗机构为每位市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

障，市民也可根据需要选择私立机构以寻求优质医疗

服务。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启动医

疗改革程序，至 2008年，初步确定医疗制度框架体

系，涉及改善基层医疗服务、强化公共医疗安全网、推

动公私营医疗协作等方面[18]。公立医院采用患者投

诉机制，患者可向医院、香港医院管理局以及特区行

政长官办公室、食物及卫生局、立法会秘书处等机构

逐级投诉。医院内部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若发生

医院管理局规定的几种严重医疗事故或重大风险事

件，医方须在 24 h内上报，由医院管理局组织相关医

学专家成立调查小组，评定医方过错，监督医方改进。

通过完善的患方投诉和医院内部解决机制，香港公立

医疗机构的医患冲突明显减少，医院也愿意开诚布公

地解决纠纷案件，医患关系得到一定缓解。

与公立医院不同，私立医院或私人医生与患者为

合同关系，患者可以侵权责任为由起诉医方来获得民

事赔偿，因此，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在香港

也较为普遍。香港回归后仍保留原有法律，没有制定

专门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规，审判采用判例法，“专家意

见”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帮助法官审理案件。香港回归

后发生的英国判例不再对香港产生约束力，但可作为

参考依据[19]。经多方努力，2006年香港也建立了第三

方调解机制，由律政司管理的香港调解专业协会负

责，调解员经过专业培训，协会对其专业能力进行评

估和认证，调解不基于任何一方立场，也不提出建议

或裁定，而是基于各方利益协助双方谈判、制定解决

方案，有利于双方遵守并执行调解结果[20]。

2.2.2 专家证人制度

香港没有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鉴定机构、制度及

相关行业管理机制，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采用专

家证人制度评价医方诊疗行为，认定双方责任。专家

证人必须为与涉案医师具有相同专业的医学专家，专

家证人接受委托出具专家报告，认定医方是否存在过

失，并出庭作证阐明自己意见的合理性。为了防止法

官过分依赖专家意见或输入法官个人的倾向性意见，

医疗过失的认定以现阶段“一般水准专家”的“本专业

内通常水准”为标准，即“合理医师”尽到“合理的注

意”，并建立有“合理医师”的过失标准、权衡四项因素

（损害的发生概率、损害的严重程度、防止损害的成本、

被告行为的效用）的一般判定方法，同时兼顾具体情

况和行业惯例[19]，最大程度上确保审判的公平合理。

2.3 台湾地区

2.3.1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台湾地区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1）双

方协商、自力救济；（2）医务社会工作者介入解决；

（3）调解；（4）仲裁；（5）诉讼。双方协商无第三方介

入，简单高效，是患方首选的解决方式。同时由于官

方医疗纠纷鉴定的公正性有所欠缺，患方对政府机关

调查不信任，常采取自力救济方式，如召开记者会、“医

闹”等，获得高额赔偿，加剧了社会矛盾。医务社会工

作者介入处理医疗纠纷具有台湾特色，是其社会文化

背景所致，患方委托亲友、民意代表担任中间人进行

谈判，掺杂人情世故、义务责任等因素[19]，以柔性方式

解决纠纷，许多医疗机构设有社会工作部门，多聘请

退休的专业人员处理医疗纠纷。2005年台湾地区卫

生部门提出医疗纠纷处理相关草案，规定医疗纠纷诉

讼前需先进行调解，调解机构包括卫生局、乡镇市公

所、医师公会及消费者权益团体等，但患者认为政府

行政效率低，欠缺中立性，实际调解效果并不理想。

医疗诉讼包括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由医师个人承担

刑事、民事责任，因存在“以刑逼民”的思想，台湾是为

数不多的倾向于刑事诉讼的地区。据统计[21]，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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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湾地区卫生事务主管部门共受理医疗纠

纷鉴定案件 7 393件，其中 79.13%为刑事诉讼案件，

18.3%的鉴定意见为有疏失或可能有疏失。这样的

解决方式极易导致昂贵的防御性医疗，加剧医患矛

盾，造成恶性循环。

2.3.2 医疗纠纷鉴定模式

1958年，台湾高雄成立的医疗纠纷评议委员会

最早开始从事医疗纠纷鉴定。1962年，台湾医师公

会成立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1986年《医疗法》颁布，

由医事审议委员会内设的医事鉴定小组接受司法或

检察机关委托开展鉴定。1997年卫生署发布《医疗

纠纷鉴定作业要点》，2005年制定《医事审议委员会

设置要点》，规范和完善了医疗纠纷鉴定工作。

医事鉴定小组委员包括医学、法学专家及社会人

士，其中法学专家及社会人士不得少于组成人员的三

分之一。鉴定采用初审和复审制，遵循利害回避原

则，先委托初审医师鉴定，再召开小组会议对初审意

见进行讨论，确定鉴定意见，必要时出庭作证。医事

审议委员会具有公益性质，鉴定费用由政府支出。但

社会各界对医事审议委员会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

公平性、客观性存在很大怀疑，医事审议委员会鉴定

报告无鉴定人签名，无鉴定过程记录，责任不明，且鉴

定人不接受诘问，鉴定时限长，为审判带来一定难度，

使司法公信力受到质疑[22]。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由法

院选任鉴定人或机构进行医疗纠纷鉴定为法院提供

鉴定意见，当事人双方均无选择权。随着近年来多种

非官方社会鉴定机构的成立，在法院同意下当事人也

可委托社会鉴定机构鉴定，费用自付。因此，形成了

医事审议委员会和社会鉴定机构共同承担医疗纠纷

鉴定的鉴定模式，类似于我国大陆地区的“二元化”鉴

定模式，不同的是，在台湾地区医事审议委员会具有

鉴定优先权，为法定官方鉴定机构。

3 国外医疗纠纷主要解决机制

3.1 英美法系国家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3.1.1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文化”背景十分浓厚，主要通

过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机制也十分类似，其中以

美国最具代表性。美国没有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鉴

定制度和机构，采用“专家证人制度”就专门性问题提

供专业意见，双方聘请至少 1位包括法医病理学专家

在内的相关医学专家出具专家意见，在法院审理过程

中，双方聘请专家出庭作证，以“对抗”的形式进行辩

论，约 90%的案件在这个过程中被解决，医患双方责

任认定达成和解，只有少部分案件需法院裁决，由法

官和陪审团裁定[23]。

该诉讼模式存在的问题十分显著，昂贵的专家证

人聘用费由当事人支付，加上律师收取的代理费，合

计金额通常约占原告赔偿金的 50%以上，诉讼成本

十分高昂[24]。诉讼周期较长，据统计，平均每个案件

需花费 4年时间，许多民众认为该体系效率低下、不

切实际[25]。大部分情况下原告难以胜诉，只有约 5%
的医疗责任诉讼最终判决医方存在过失[8]。上述原因

导致绝大部分可能因医疗过错而受到损害的患者不

会提起诉讼，损害了患方利益；有能力提起诉讼的则

倾向于要求巨额赔偿，以填补花费的成本，导致索赔

金额越来越高，防御性医疗应运而生。医疗机构无法

负担高额的赔偿金，通过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以转嫁赔

付，但保险公司同样无力应对，选择增加保费以维持

公司运作，弥补因市场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医疗机

构和医生无法负担保费而停业，就此导致了美国历史

上 3次医疗危机的爆发[26]。

为减少诉讼，美国颁布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

开始建立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

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

式的总称，已在许多国家推广，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三

方调解机制就是对 ADR机制的积极探索。美国各

州有不同的 ADR方案，例如列克星敦退伍军人医疗

中心方案、密歇根大学医院道歉和协商方案、COPOC
的 3Rs（recognize，response，resolve）方案（又称为无过

错赔偿机制等，集承认、回应、解决于一体）。经过多

年探索实践，ADR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无论双方是

否达成和解，当事人均对调解过程感到满意，和解率

在 50%以上，花费时间仅为诉讼的十分之一，平均赔

偿金额明显下降[27]，到 2013年，除双方和解外，全美

仅 15%的医疗纠纷需法院审判，12%通过 ADR模式

解决[28]。

3.1.2 专家证人与单一联合专家证人

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

的一部分，体现了鉴定人主义，与大陆法系基于鉴定

权主义形成的鉴定人制度不同，国家并不立法或赋予

权力机关职权以规定哪些人或机构具有鉴定资格，将

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专家证人被解

释为具备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专门知识、技能、经验，

能就证据或事实争议点提供专业意见的证人。因此，

专家证人范围较为宽泛，只要能证明自身能力可为法

庭提供专业意见，即可申请成为专家证人，无严格的

考核体系，行为不受政府部门规范，不像鉴定人需要

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考核，行为受国家机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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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证人受聘于当事人，在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前

就开始直接参与案件，出具专家意见指证对方存在事

实过错或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审判过

程中当事人双方的专家证人以“交叉询问”的形式就

对方的意见提出疑问和回复。“交叉询问”制度被认为

是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石，在这个过程中案件争议点被

厘清，通过双方的相互举证，案件真相浮出水面，有效

避免了专家意见的滥用，是保证专家意见可采性的关

键，也使法官能兼顾双方意见和具体个案情况。而大

陆法系的鉴定人则在诉讼过程中必要时介入案件，不

属于当事人任何一方，仅对法庭负责，因此，公正性和

科学性是对鉴定人的基本要求。

基于专家证人制度的特点，其局限性十分显著。

首先，专家证人由诉讼双方自行聘请，仅需对己方当

事人负责，不必保持中立，导致“专家的资质不论多么

耀眼，他言行的可信度总是会受到质疑”[29]。其次，该

机制催生了专家证人产业，专家证人商业化，聘用费

连年上升。昂贵的专家聘用费使诉讼成本飙升，扩大

了当事双方资源上的不平等，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一

方可以聘请到更多本领域更专业更权威的专家以增

大胜诉概率，而专家为了获取高额报酬会根据聘请人

的需求出具专家意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此外，医

患双方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往往只聘请 1位专家，

而每位专家都可能使用各自的非标准化指标来评估

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30]，部分专家对医疗护理行为采

用较为宽容的态度，另一部分则保持严格的态度，造

成了结果评价的局限性。

为了改善上述问题，1992年，根据《联邦证据规

则》，美国对专家意见的可采性作出调整，不再要求专

家提出的理论或方法必须经过同行认可，但必须可验

证，法院应权衡专家意见可能存在的偏见或误导，这

种改变弱化了权威专家意见的权重，而着重考虑个案

的具体情况，以保证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之后《美国

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简称《美国联邦民事

诉讼规则》）又增加了法院优先职责，即专家证人的职

责在于协助法院厘清专业问题，这种职责优先于专家

证人对其聘请人的职责，努力确保专家的中立性和公

正性。

即使做出上述调整，专家证人制度的局限性依旧

存在，为进一步保证专家的中立性地位，英美国家学

习法国建立了单一联合专家证人（single joint expert，
SJE）制度。SJE是不代表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具有中

立地位的专家证人，同时代表双方当事人或直接代表

法庭，在双方辩论无果时接受法院委托，提出公平科

学的专家意见辅助法官审判案件。英、美、法国均建

有官方的 SJE名单，以便法院选取，但英美国家没有

专门的 SJE筛选和管理系统，而法国对进入官方专家

名单的 SJE有严格的筛选条件，是经过培训、定期评

估、受政府监督的医疗司法人员[31]。SJE制度更好地

确保了专家意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提高了诉讼效

率，近几年在英美系国家迅速推广。

3.2 德、法两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德国和法国为大陆法系，

倾向于采用柔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法国建立了以调

解为主、国家补偿为补充的医疗事故解决体系[32]。各

医院均成立 Relationship Committee for Clients and
Quality of Care（CRUQPC），与患方协商和解。国家设

立医疗事故补偿办公室并设立医疗事故补偿基金，成

立仲裁委员会，用于诉讼前医疗事故的认定和调解，

为补偿金额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由 1名地方法官主

持，3名卫生部门人员、2名国家医疗事故赔偿办公室

（Office National d’Indemnisation des Accidents Médi⁃
caux，ONIAM）代表、2名保险公司人员及 6名患者代

表组成，受国家卫生部监督，负责处理人身伤害较为

严重（致残>25%或>6个月不能参加工作）的案件[31]。

案件受理后，先进行医疗纠纷鉴定，费用由ONIAM承

担，委员会根据鉴定意见进行医疗损害责任认定，若

医方存在过错，ONIAM将监督保险公司理赔，若医方

无过错或保险公司无力支付赔偿金，则由 ONIAM进

行赔偿[33]。该模式解决了法国大多数医疗纠纷，取得

良好效果，诉讼率明显降低。

法国采用 SJE制度进行医疗纠纷鉴定，SJE为包

括法医病理学专家在内的医学专家，全国采用统一的

官方 SJE专家库，避免专家系出多门，又可实现地域

回避，由官方选取组成专家组，不直接与当事人接触，

最大程度地确保专家的中立性。SJE为医疗司法人

员，类似于司法鉴定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避免传统

专家证人因不受政府监督而出具有失公允和专业水

准仅追逐资本的专家意见，确保专家意见更具科学

性、客观性。

德国医生工会设有鉴定调解会，先鉴定后调解，

由法律人士和包括法医病理学专家在内的医学专家

组成鉴定组，出具鉴定意见。该方式使鉴定和调解相

结合，利于医患双方及保险公司认可，具有高效便捷

的特点，医生工会和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患方可

快速获得保险公司赔偿。该方式解决了德国约 90%
的医疗纠纷案件，绝大多数当事人会执行调解结果。

调解不具有强制性，患方可以直接或在调解无果后启

动诉讼程序，法官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重新鉴定。若

需重新鉴定，法院一般倾向于指定具有中立性的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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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专家，综合其他专家意见出具鉴定意见[34]，司

法机关不设立法医学鉴定机构，鉴定由社会机构完

成。德国的鉴定模式类似于我国大陆地区并行的医

疗损害司法鉴定和医学会鉴定，不同的是在诉讼阶段

法院委托法医学专家和机构进行鉴定，医生工会仅在

调解阶段组织鉴定。

3.3 意大利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意大利政府建立有临床风险管理（clinical risk
management，CRM）体系，2017年第 24号法案对该体

系进一步完善，从临床、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全面维护

患者权益，整合风险管理[35]。各医疗机构设立临床风

险管理单位（Risk Management Unit，RMU），与当地

法律办公室建立直接联系，法医作为工作者对临床风

险管理进行评估，接受患者投诉，判断医方是否存在

过错并确定赔偿金额，由保险公司赔付。该体系的最

终目标是通过寻找医疗过错建立风险防范系统，预防

医疗过错发生。此外，意大利部分地区政府设立了医

疗责任委员会，也称为仲裁委员会，由法医学和临床

医学专家组成仲裁团处理医疗纠纷[36]。

虽建立有较为完善的 CRM体系，意大利每年的

医疗纠纷诉讼比例依旧为全欧洲最高，司法部门成为

患者医疗卫生权益的最大捍卫者。法医学家在意大

利医疗和诉讼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作为

临床风险管理评估的参与者还组织医疗纠纷鉴定[37]。

国家从本科开始培养法医病理学人才，从事相关工

作。诉讼中法官授权法医学专家开展医疗纠纷鉴定，

鉴定中如需聘请其他医学专家就相关领域专业问题

提供意见，需由法官或法医推荐，经任命后参与鉴

定[38]，尽可能确保鉴定人的公正性。这种鉴定模式类

似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由法医组织

开展鉴定，并积极邀请临床医生参与会诊。

3.4 日本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日本最著名的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为日本医学协

会（Japan Medical Association，JMA）机制，全国约半

数的医生加入了 JMA，JMA为成员提供医疗保险和民

事诉讼之外的调解，如当事医生是 JMA成员，可以启

动 JMA索赔解决流程。医生向当地医学协会提交申

请，医事纠纷委员会与保险公司联合组成事件调查委

员会进行案件调查，最后赔偿责任审查委员会对调查

结果进行审查，确定赔付，整个过程患者几乎不产生

费用。JAM机制有效减少了医患冲突和医疗诉讼，为

医生提供了价格低廉、保障范围广泛、费率稳定的医

疗保险保障[39]。但对医生几乎没有处罚，赔偿金完全

由保险公司支付，不会因医生申请过索赔而提高保

费[40]，并不利于约束医生行为。

医疗纠纷鉴定人员为经过专业培训、定期考核且

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医学专家。日本建立了多种渠

道来保证法院能顺利地选任鉴定人，以解决临床医生

不愿参与鉴定导致的鉴定人员短缺问题。最高法院

采用由医事关系诉讼委员会委托相关专科 JAM推荐

鉴定人的模式，由医事关系诉讼委员会作为中间人，

保证鉴定人的公正性，但该模式程序繁杂，一般耗时

需 2~3个月，且地方法院不像最高法院易与被推荐医

疗机构直接建立长期互助关系，因此，地方法院建立

了鉴定人各地域联络互动网系统，与当地高校及其附

属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日本采取多人分头鉴定的方

式，即每位鉴定人各自出具一份鉴定报告，与我国大

陆地区采取的合议制不同，该方法旨在使每位鉴定人

均可提出鉴定意见，突出争议点及分歧点，为法院正

确判断专门性问题、划分当事人责任提供多种参考，

避免“一言堂”，保证审判的公正性，但也存在因鉴定

意见不同法院难以评判的问题。

4 启 示

虽存在国情或地域的差异，但各地目前所面对的

医疗纠纷问题大多相同，纠纷发生的原因也存在共

性，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都旨在高效合理地解决纠

纷，且都以医疗纠纷鉴定作为重要解决依据。因此，

可通过寻找各国家和地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和不足，探索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保

障医患权益十分重要，在人民心中树立依法维权的意

识，建立多渠道的公平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可

以减少医患冲突，对以柔性方式解决纠纷十分有益。

诉讼成本高昂，易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引发医疗危

机，第三方调解机制具有明显优势，可以不断完善人

民调解制度，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法国仲裁委员会、

德国医生工会和日本 JMA作为本国调解机构，与保

险公司建立联系，将医疗纠纷鉴定、调解和赔付有机

结合，三位一体，高效解决了本国大部分医疗纠纷案

件，值得我们学习。

无论哪种医疗纠纷鉴定模式，鉴定人员或机构的

中立性、专业性，鉴定意见的公正性、科学性，都是各

方关注的重点。除我国大陆地区采用“二元化”鉴定

模式外，其他地区或国家均为“一元化”鉴定模式，即

使存在两种鉴定机构，也规定了鉴定优先权或划分了

鉴定范围，在不同的医疗纠纷处理阶段采用不同的鉴

定模式。在我国大陆地区“二元化”鉴定模式的实际

运行中，确实存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不信任，多头鉴

定、重复鉴定案件频发的问题。因此，建议建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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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损害鉴定规则，尽可能减少医学会鉴定和医疗

损害司法鉴定之间鉴定模式上的差别，或者明确不同

医疗纠纷处理阶段的鉴定优先权，优化现有医疗损害

鉴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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